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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测算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及其收敛性，为该城市群提供碳减排方案。通过

运用结合Bootstrap技术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及其技术进步和

技术效率，并对该效率做σ-收敛和β-收敛分析。研究发现该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在2010年前呈

上升趋势，之后出现下降；究其原因，虽然技术进步是持续的，但是不足以弥补技术效率的不断降低；将武汉城市

圈按照土地类型分为三类城市，收敛性分析发现它们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敛，而且收敛于较高的碳排放水平。根

据以上的分析结果，结合该城市圈的产业布局，提出了相应的减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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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是以城市群为具体形态，以人为核心，以提高城镇质量为目标的城镇化。虽然2013年年底，中国城镇化率

已经达到53.7%①1，但是城市扩容导致大量农地非农化，进而带来CO2排放量激增。有研究发现，1850~1998年农地非农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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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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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1/3，是化石能源产生碳排放量的1/2[1]。CO2产生的温室效应占总效应的63%，并且分解所需时间是温室

气体中最长的，所以减少CO2排放成为治理温室气体的重点[2]。然而全球减排的重心在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常忽视土地利用变化

这个重要碳源。鉴于此，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渠道之一是以新城镇化为背景，提高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即最小化碳排

放量的同时实现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角度主要有两个。 

(1)基于效率模型测算碳排放效率。部分研究着眼于区域，从能源消耗[3]或者土地覆被碳排放角度测算城镇土地利用空间关

联碳排放效率[4, 5]；部分研究着眼于城镇，利用超越对数SFA模型或超DEA模型评价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6, 7]；因为工业

用地是城镇建设用地的主力，因此还有学者利用效率模型测算了工业用地的碳排放效率[8, 9]。 

(2)基于土地结构优化测算碳排放效率。有研究以碳蓄积最大化或碳排放最小化或碳氧平衡为目标设计土地利用结构最优化

方案[10]；也可同时考虑碳源和碳蓄积双目标，构建土地结构优化模型[11]。抑或从碳排放潜力出发，在估算陆地生态碳储量的基

础上得出土地利用结构的总体优化[12]，还可以在建立碳排放平衡目标函数[13]基础上，运用线性规划法[ 14 ]、信息熵[ 15 ]、Markov

模型[ 16 ]等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武汉城市圈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17]，因此有文献关注了它的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18, 19]。这些研究对于武汉城市

圈土地的科学配置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还有以下问题需深入讨论。已有文献将碳排放作为投入，并基于DEA技术测算土地空

间关联碳排放效率，这不仅不符合二氧化碳是非期望产出的实际，而且存在高估效率的可能性。同时还缺乏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导致无法判定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为弥补上述研究的缺陷，本文针对武汉城市圈，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建立Malmquist指数，

结合Bootstrap技术校准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值，并做收敛性分析，为制定差别化的土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选取 

1.1 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城市圈由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构成，地处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南岸，属于亚

热带季风气候，总面积5.78万平方公里。到2013年底，城市群总人口达到3 196.1万人，GDP达到15 876.67亿元①2，三次产业的

比重为9.03∶46.74∶44.23，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6 922.23亿元，人均绿地面积33.51平方米②。 

武汉城市圈各城市土地类型的比重如表1所示。如果从各城市内部看，那么作为中国的粮食基地，耕地比重最大；如果城市

之间做比较，那么土地类型结合主导产业和空间距离，可将该城市圈划分为三类城市。武汉作为城市圈的领头羊，具有石化、

钢铁等优质的基础产业，汽车制造等先进的制造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与其他城市相比，作为碳源的

建设用地比重更大，作为第Ⅰ类城市；黄石、鄂州、黄冈和咸宁大致处于武汉市的东部，前三个城市交界，咸宁紧邻黄石。前

两个城市主要产业为冶金、钢铁和建材等。后两个城市主要产业为建材、农产品加工、食品等，这四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

主要是作为碳汇的林地和园林，作为第Ⅱ类城市；孝感、仙桃、天门和潜江大致处于武汉的西部，仙桃和天门分别与其他两个

城市交界。主导产业是农产品生产加工，这四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以在农业生产活动时是碳源，在农作物生长时又是碳汇

的耕地为主，作为第Ⅲ类城市。 

1.2 数据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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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人口总量、经济总量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汇总得到 

②产业比重依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获得，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绿地面积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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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科学性，以 2004~2013年武汉城市圈 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择劳动力(L)、资本(K)和土地(A)为投入，GDP(Y)

为期望产出，土地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为非期望产出(C)。其中，资本投入应选择资本存量数据，但现有统计资料只有资本增量

数据，参照雷辉等[20]的研究，采用永续盘存法以 1952年不变价格折算资本存量，单位是亿元；劳动力选取各城市年初和年末劳

动力总量的平均，单位是万人；土地投入指标选取各城市的土地面积，包括了作为碳源和碳汇的各类土地[ 21 ]，单位是公顷；期

望产出选用每个城市的 GDP，并折算成 1952 年的价格水平，单位是亿元。各城市不同类型土地历年产生的 CO2数量可参照张俊峰

等[22]的计算结果。除了 CO2数据，其他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五

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数据的统计描述如表 2。 

 

 

数据中，2004~2005年鄂州土地利用碳排放量为负值，代入距离函数计算的处理方法可参考Matin等[23]的研究。因受后续内

容中表格容量所限，故以2004年表示2003~2004年，其他年份的含义与之相同。 

2 模型理论与方法 

2.1 Malmquist指数与距离函数 

研究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变化可参考崔玮等[6]构建 Malmquist 动态绩效方程式(1)。MCI 表示土地利

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指数，进一步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TEI)和技术效率指数(EFFI)，分别如式(2)和(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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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指数需要结合式(4)求解。分别以四个时期技术为参考，求得四个距离函数。其中，p和 q表示时期，且 。 

 

距离函数的实质是DEA技术。因为DEA模型的假设之一是每个决策单元都处于对自身最有利的条件下，所以模型所得的是最

乐观的结果，与实际相比有偏差，需要利用Bootstrap技术修正。 

2.2 Bootstrap技术 

Simar和 Wilson首次利用 Bootstrap方法修正 DEA的测算偏差，具体步骤可参考他们的研究[24]，并利用式(5)修正 DEA模型

的误差。 

 

式中： 是第k个模拟样本的效率值，修正后的效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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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1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测算 

首先，利用式(4)计算各城市在不同时期技术条件下的距离函数值，然后根据式(5)~(6)对这些值做Bootstrap技术修正①3。

其次，将修正后的距离函数值代入式(1)计算不同时期武汉城市圈各城市土地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变化指数，计算结果如表3

所示。最后，利用式(2)和(3)分别分析各城市土地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变化的原因，如表4和表5所示。MCI、EFFI和TEI大于1分

别表示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和技术效率提高，技术相对进步。 

表3~表5汇总了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MCI、TEI、EFFI。对照这3个表，可确定每个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变化的

数量及原因。以武汉为例，2003~2004年MCI是1.185 9，这意味着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提高了，其原因可查看表4和表5。

表中TEI是0.632 5，EFFI是1.875 0，即虽然出现了技术相对退步，但是技术效率提高了，而且比前者大，因此土地利用空间关

联碳排放效率提高了。 

 

 

                                                        
3
 ①未修正的结果与本研究的结论没有直接关系，又限于篇幅，所以没有列出，有需要的读者可来信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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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直观地描述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结果的变化情况，将 2004~2013年 MCI、TEI 和 EFFI的均值变化以图 1

刻画。从图中可知，2010年之前，MCI均大于 1，即连年提高，之后连年下降。究其原因，2004~2005 年，TEI和 EFFI提高共同

带来碳排放效率的提升；2005~2010年，虽然 EFFI不断下降，但是得益于 TEI大于 1，MCI仍保持上升。2010~2013年，虽然 TEI

仍然大于 1，但是不足以弥补 EFFI的减小，导致 MCI降低。由图 1还可知，从 2005年之后，武汉城市圈碳排放的平均技术效率

一直处于下降状态。 

3.2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虽然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呈先增后减，但是其效率是否收敛还需进一步检验，这也是检验国家相关政

策实施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以“研究区域概况”中武汉城市圈划分的 3类城市为研究对象做收敛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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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σ-收敛分析 

武汉城市圈碳排放效率σ-收敛是指 3类城市的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的差距随时间推移而逐步缩小，最终表现趋同。

计算公式为： 

 

图2给出了三类城市的σ-收敛的动态变化。第Ⅰ和Ⅱ类的MCI变化比较平缓；第Ⅲ类城市的变化幅度大，较前两类城市有明

显的收敛趋势。3类城市MCI变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2008年之前呈增长的趋势，之后呈下降趋势，3类城市的MCI的差距有逐步

缩小的趋势。 

3.2.2 绝对β-收敛分析 

β-收敛是指相比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高的地区，效率较低的地区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β-收敛可分为绝对

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绝对β-收敛公式如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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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4年为基期，依据2004~2013年武汉城市圈MCI做面板数据分析，Hausman检验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6所示。

可以看出，武汉城市群整体以及3类城市的β系数均为负，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它们均存在绝对β-收敛，城

市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的差距在缩小，并趋同于一个共同的水平。 

3.2.3 条件β-收敛性分析 

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绝对β-收敛模型中，即为

条件β-收敛模型，如式(9)。 

 

依据经济理论并综合已有研究中MCI的影响因素，选取土地利用强度(X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2)、人口规模变化(X3)、创新

能力(X4)四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这四个变量分别以“资本存量/土地面积”，“GDP/就业人数”，“人口总量/土地面积”和“科

研人员总量/总就业人数”进行面板数据分析，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7。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系数β均显著为负，说明武汉城市圈和三类城市的MCI存在条件β-收敛态势。四个控制变量中

土地利用强度、人口规模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前者对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是正向影响，后者是负向影响。

对于人均GDP，除了第Ⅲ类城市外，其他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只有第Ⅱ类城市与碳排放效率呈正比，其他均是反比关系。除了

第Ⅰ类城市外，其他城市的创新能力与碳排放效率关系不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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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Bootstrap-DEA技术结合Malmquist指数计算发现，武汉城市圈MCI在2004~2010年呈上升趋势，2010 ~ 2013年呈下

降趋势。究其原因，2004~2005年由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共同上升致使其不断提升，虽然2005~2010年出现了技术效率下降，但

由于技术进步的弥补，它仍处于上升趋势；然而，2010年之后，由于技术效率下降过快，导致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下

降。这表明投入的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即出现了浪费的现象。 

(2)σ-收敛结合β-收敛分析发现，武汉城市圈整体MCI存在收敛趋势，但该趋势不明显。因为只有以耕地为主的第Ⅲ类城

市在2008年后有收敛趋势，另两类城市收敛趋势较弱；武汉城市圈整体和三类城市均存在β-绝对收敛，结合2010年后该区域碳

排放效率呈下降趋势可知，武汉城市圈会收敛于一个较高的碳排放水平。若要改变这一收敛趋势，由条件β-收敛机制可知，提

高土地利用强度、减缓经济发展对土地的压力和合理优化人口结构是加快MCI收敛的重要手段。虽然创新能力对收敛性基本没有

作用，但是创新能力可提高科技进步，后者是提高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关键。因此，创新能力对收敛性有间接作用。 

提高武汉城市圈MCI具体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1）提升第Ⅰ类城市武汉的技术效率。它的GDP在群中的占比高达到60%以上，

而且第二产业占比仍是最大，以钢铁、石化等高碳排放产业为主，因此加快环境技术和生产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对

碳减排企业实施补贴奖励政策，是集约利用生产要素和减少碳排放的重要途径，是脱离土地利用碳排放低效率路径的关键；（2）

针对以林地为主的第Ⅱ类城市，其主导产业是矿产、建材、造纸等。它的林地覆盖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这个区域提高MCI的

途径是开发林地旅游资源，借助当地天然的温泉、湖泊等发展生态旅游业，协调好矿产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3）对于

以耕地为主的第Ⅲ类城市，一方面在保证粮食生产率和产量提高的前提下，加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不仅增加了该区域的收

入而且能提高农田系统的吸碳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实行农林复合种植模式；鼓励农民成立农机合

作社，在产生碳的耕作阶段，通过统一的机械化生产和统一的管理减少碳排放量。 

(3)从政策方面分析，造成武汉城市圈 2010 年后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碳排放效率降低的原因可能是，2008年至 2010 年，武汉

城市圈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确立 177 个投资项目，共投资近 1.3 亿，重点是乙烯、汽车、钢铁等产业的扩能。因为此次投资

具有应急性质，一些项目未充分论证其可行性，而且政府过度干预，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应淘汰的落后产能仍注资维持甚至扩

容，所以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技术效率持续降低。因此，当前有必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淘汰低效率

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提升不同类型土地的利用效率，三类城市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产业，提高经济效益

的同时降低土地利用空间关联的碳排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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